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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劇中的警察研究 
吳紹奇 
 
前言 
本文希望研究日本電視劇及南韓電視劇中兩者所呈現的警察角色的特色，探討日
劇及韓劇之間呈現警察的方式是否具有差異性，繼而再與香港電視劇中呈現警察
的方式進行對比，最後探討這些電視劇所呈現的警察特色差異性是由甚麼因素產
生的。 
 
日劇：《CRISIS》 
（圖片來源：http://remylovedrama2.blogspot.hk/2017/03/crisis.html） 
 
本文選擇警察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因為警察這職業所具有其特殊性，警察本
身是一種國家機器，即是國家權力的實施工具，亦是統治階級支配被統治階級的
保護者，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將警
察的國家機器身份分類為強制性國家機器，即是指警察以干預和鎮壓來保障統治
階級的統治及利益，警察的干預性和鎮壓性在於其暴力的運用。而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暴力批判〉中直指警察作為國家機器除了可以保護用作保障統治
階級的統治及利益的法律之外，警察亦同時能夠訂立新的法律，保障自身執法者
的功能，原因是警察可以合法使用暴力，而暴力本身具有訂立法律及保護法律的
兩種功能，擁有立法暴力及護法暴力的警察，同時成為了立法者及護法者，亦是
唯一具有立法及護法的國家機器。另外，阿圖塞將媒體分類為意識形態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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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相對於如警察、法庭及監獄之類的強制性國家機
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是以強制和暴力來保障統治階級的統治及利益，而是以
意識形態來運作，作為意識形態在物質層面的載體。筆者希望研究意識形態國家
機器如何呈現或再現強制性國家機器。 
 
韓劇：《吹笛子的男人》 
（圖片來源：
http://hk.on.cc/hk/bkn/cnt/entertainment/20160421/bkn-20160421123540371-0421_0
0862_001_cn.html） 
 
而本文選擇日劇及韓劇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因為日本以及南韓的電視劇曾是
以及現正是香港運行的流行文化，而日劇以及韓劇能夠在香港流行，甚至在亞洲
地區流行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文化接近性是斯特
勞哈爾（Joseph Straubhaar） 在〈超越媒介帝國主義：不對稱的相互依賴與文化
接近性（Beyond media imperialism：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1中提出的概念，文化接近性這個概念是指觀眾一般傾向接受及喜歡
與觀眾自身文化接近的電視節目，日劇以及韓劇能夠在香港流行的原因可能由於
日本以及南韓與香港之間有著接近的文化。不過在這種論述之下，中國大陸以及
台灣的文化理應比日本以及南韓的文化更加接近香港的文化，但是陸劇以及台劇
                                                 
1 http://www.comm.fju.edu.tw/journal/sites/default/files/data/mc003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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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比日劇以及韓劇在香港更加流行，甚至根本及不上日劇以及韓劇流行。另
外，根據郝斯金（Colin Hoskins）以及米魯思（Rolf Mirus）在〈美國主導電視
節目國際市場的原因（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中提出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的概念，文化折扣
是指電視節目本身的文化呈現無法被觀眾所認同或理解的話，電視節目的吸引力
將大打折扣。需要字幕或配音才能被香港大部分觀眾理解的日劇以及韓劇，理應
比陸劇以及台劇更難吸引香港觀眾，但事實卻不然。日劇以及韓劇在香港流行可
能不是單單用以上的理論就能解釋到，本文目的亦不是解釋日韓劇在港流行的原
因，只是日韓劇在港流行的複雜性，吸引筆者選擇其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 
日劇及韓劇作為曾經以及現正是亞洲運行的流行文化。日本電視劇主要在七十、
八十及九十年代流行，由最初流行勵志題材，進而流行都市愛情題材，而到近年
日劇注重於描繪社會生態，以及各個職業的職場生態，如二零一三年的《半澤直
樹（日語：半沢直樹）》，描述泡沫時期下的銀行職員生態，在描繪職場生態的同
時，亦不乏揭露社會不公以及制度腐敗；二零零三年的《白色巨塔（日語：白い
巨塔）》，描述醫生的職場生態，以及揭露醫療體制的扭曲。而在描述日本警察的
日劇中，不是著重於描述偵查案件，而是比較著重於呈現警察這個職業面對執法
體制的無力感，如一九九七年的《跳躍大搜查線（日語：踊る大搜查線）》、二零
一一年的《遺留搜查（日語：遺留捜査）》以及二零一四年的《BORDER （日語：
BORDER：警視庁捜査一課殺人犯捜査第四係）》等。進入廿一世紀後直至現在，
都是韓劇流行的時期，偶像愛情劇一直是帶動韓劇流行主要因素，如二零零零年
的《藍色生死戀（韓語：가을동화）》、二零零四年的《浪漫滿屋（韓語：풀하우스）》、
二零一四年的《來自星星的你（韓語：별에서 온 그대）》，以及二零一六年的《太
陽的後裔（韓語：태양의 후예）》是南韓偶像愛情劇的代表作，當然二零零三年
的《大長今（韓語：대장금）》亦是推動韓劇流行重大因素，有韓國傳統文化及
歷史背景的韓劇亦成為了主流。另外，韓劇亦有以職場生態作題材，如二零一四
年的《未生（韓語：미생）》是描寫南韓社會中合約員工及職場新人的韓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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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電視劇較少直接以南韓警察作為主軸，原因是由於南韓的制度是由司法體系下
的檢察官（검사）主導案件偵查，警察在案件偵查的角色相當微不足道，不過亦
有少數以警察作為主軸的韓劇，如二零一四年的《你們被包圍了（韓語：너희들은 
포위됐다）》，除了描述偵查案件劇情，當中亦顯示了檢察官對警察偵查案件的介
入，以及呈現了當警察與檢察官之間在偵查案件的角度上有差異時，警察在制度
下所處的劣勢。而二零一六年的《Signal（韓語：시그널）》，較少描述檢察官的
介入，主要描述由於體制所導致真相被埋沒。以下將會選取日劇《CRISIS（日
語：CRISIS 公安機動搜查隊特搜班）》以及韓劇《吹笛子的男人（韓語：피리부는 
사나이）》進行分析，分析日本和南韓的刑事劇所呈現的警察的相似性及相異性。 
 
《CRISIS》是日本關西電視台製作，富士電視台播出的二零一七年火九電視劇，
火九即是逢星期二晚上九時播出的電視劇，以下是香港 ViuTV 對《CRISIS》的
簡介2：「『機動搜查隊特搜班』是警察廳警備局長直轄的秘密部隊，除了面對要
暗殺政治家的恐怖分子、新興宗教團體、軍事間諜、毒品組織等危害國家安全的
巨惡，也不時會為國家和政府執行不能曝光的骯髒任務。成員各有專長及不能說
的過去的，在自身的正義感和現實之間動搖苦惱。」《CRISIS》的內容主要是描
述機動搜查隊特搜班在處理一連串的恐怖襲擊時，發現當中牽涉不同關於政府甚
至國家的內幕，如第一集的案件牽涉一名青年的頸上被裝上了炸彈，除非青年的
父親──外務大臣公開承認自己運用權力包庇自己兒子的罪行，否則會通過遙控
引爆青年頸上的炸彈，結果找到了負責監視及引爆炸彈的人，這個人的女兒被外
務大臣的兒子強姦，但是由於外務大臣的權力令兒子無需承擔刑責，所以希望通
過外務大臣的自白令外務大臣的兒子繩之於法，拘捕了那個負責監視及引爆炸彈
的人之後，得悉了這次炸彈襲擊並不是這個人單獨行事，炸彈技術以及襲擊計劃
都由一個反政府組織──「平成維新軍」所提供。而在第二集中記者因被注射氰
化鉀而死，結果事件牽涉內閣官房長官在內的政府高層官員的兒童性交易，更因
暴力導致一名雛妓昏迷不醒，但是整個案件因為高層壓力而終止了調查。之後更
多的案件在發現案件背後的真相後，令機動搜查隊特搜班的成員思考自己作為警
                                                 
2 http://www.viu.com/ott/hk/zh-hk/vod/49881/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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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是服務國民或是國家。 
 
《吹笛子的男人》是由南韓 Content K製作公司製作，tvN娛樂頻道播出的二零
一六年月火連續劇，月火即是逢星期一及星期二播出的電視劇，以下是香港
ViuTV 對《吹笛子的男人》的簡介3：「《吹笛子的男人》講述一班能言善辯的談
判專家，憑著特強觀察力與直覺，透過對話去拆解自殺、脅持人質等危機，為解
決韓國社會的矛盾而提供了啟示。」《吹笛子的男人》的內容主要是描述警察中
的危機談判小組在面對脅持人質的案件時，希望透過對話解決問題，但是警察高
層甚至政府高層對於案件都是持速戰速決的態度，傾向以特攻隊強行突破解決案
件，如果有人質在強行突破過程中受傷或死亡，警察或者政府便會通過控制媒體
報導令國民蒙在鼓裏，危機談判小組的組員就是希望在特攻隊強行突破之前解決
問題。而在危機談判小組處理案件時，發現幾宗脅持事件中犯案者都不是自己策
劃案件，背後都是由一個會在電話中吹口哨的男人提供犯罪資源及計畫的，吹口
哨的男人的目的是幫一些被壓迫者，利用案件將自己被壓迫的情況通過媒體報導
出去，而這些被壓迫的情況一直被媒體故意忽略，媒體故意忽略的原因是財閥企
業或者政府高層施壓，而財閥企業或者政府高層本身就是壓迫者。 
 
《CRISIS》及《吹笛子的男人》都是關於警察的電視劇，劇情的主軸均是警察
解決案件，而這兩套電視劇和港劇所不同之處是，引發案件的原因都是指向政府
本身，一般關於警察的港劇，犯罪者作案的原因大都是由於私利，極少會指向體
制，這兩套電視劇都帶有一種對警察制度的批評，認為影響案件調查的原因不是
個別高層的問題，而是整個警察體制的問題，在《CRISIS》第二集中，由於案
件牽涉政府高層官員導致案件終止調查，或在《吹笛子的男人》中，由於財閥企
業需要開發新城市，而遇到開發區本身居民的反對，財閥企業施壓力予政府及警
察進行武力鎮壓，鎮壓中造成了有關居民的傷亡，而媒體在企業以及政府的雙重
壓力下，沒有報導鎮壓傷亡事件。兩者都呈現出警察只是為體制服務的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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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7%94%B7%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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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港劇則通常只會表現警察為市民服務這一面，儘管警察出現問題，都是因為
個別警察的私德有虧所以濫權瀆職，警察鮮有與市民站在對立面。《CRISIS》及
《吹笛子的男人》都是批判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角色，但兩者批判的角度略有不
同，《CRISIS》第五集中，機動搜查隊特搜班出動的目的是消滅一些政府高層官
員的犯罪證據；《吹笛子的男人》第五集中，特攻隊出動的目的是確保一些關於
財閥企業的不利資料不會被傳媒獲得繼而公開，《CRISIS》的機動搜查隊特搜班
與《吹笛子的男人》的特攻隊都是國家機器，但機動搜查隊特搜班保護的是統治
階級的統治，而特攻隊保護的是資本階級的利益，這可能顯示日本和南韓關注的
社會議題有所不同，日本文化所關心的可能是政府對國民的宰制，南韓文化所關
心的可能是財閥對政府的操控，作為民眾的觀眾所關心的成為了電視劇製作人的
題材，而且作為民眾的電視劇製作人亦關心這些社會議題，希望其他民眾同樣關
心。但是為什麼港劇沒有呈現香港警察的國家機器本質？是不是香港警察在現實
上就沒有國家機器本質，只是一心一意地為市民服務？再進一步問，為什麼香港
那麼少關心社會議題的電視劇？難道是電視劇製作人及香港的民眾不關心社會
議題？現在嘗試運用媒體詩學分析當中的可能性解釋。 
 
媒體詩學 
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中指出，說故事這種技藝已經漸漸消失，說故事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經
驗的方式，當中提及的經驗是指親身經驗，以往說故事的人通過說故事將自己的
親身經驗，或是從其他說故事的人所說的故事作為自己的故事題材，再嵌入自己
對經驗的判斷以及當時的情緒，將故事說給聽眾，聽眾可以成為下一個說故事的
人，再嵌入自己的內容把故事說給下一批聽眾。說故事這種技藝消失的原因是現
代人已經對親身經驗失去興趣，因為聽故事這個過程要求聽眾相當清閒，但是當
進入了機械複製時代，人們除了工作，閒暇的時間都已經被其他娛樂及資訊霸佔
了。結果說故事這種藝術被小說這種機械複製的藝術所取代，班雅明認為說故事
的藝術對於經驗傳承而言是具有累積性的，每個作為經驗故事載體的說故事的人
都是有機的，故事的傳承當中嵌入了說故事的人自身的靈魂，而小說本身需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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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書本作為載體，小說的內容則是小說自身的孤立經驗，喪失了被其他人提出忠
告、以及向其他人提出忠告的功能。 
 
席維史東（Roger Silverstone）則不同意班雅明所說的說故事技藝消失，媒體成
為了說故事的人，而且故事有增無減，故事的數量是太多而不是太少，故事的載
體變成了電視劇、電影或新聞等，人與親身經驗的距離因為機械複製時代導致兩
者愈走愈遠，人與媒體經驗卻日益親密，到現在要分別親身經驗和媒體經驗已經
相當困難，媒體經驗即是親身經驗。席維史東指出電視劇是媒體其中一種說故事
的方法，媒體說故事的過程當中牽涉詩學（Poetics），席維史東所提出的媒體詩
學是：「與對特定作品的詮釋相對比，『詩學』並不是為事物的意義命名，其目的
是建立一套普遍性法則的知識，可以影響每一部作品的誕生」，4研究媒體詩學就
是研究媒體塑造意義以及取悅觀眾。電視劇的吸引力在於電視劇其真實而非完全
真實、虛構而非完全虛構的性質，完全真實便是完全沉悶、完全虛構便是完全荒
謬，只有既真實又虛構的電視劇才能令觀眾代入劇情，以及提供幻想空間。庫勒
（Jonathan Culler）指出在故事及詩中建立真實性，就能夠為讀者提供熟悉感，
而在切合讀者的情況下，故事及詩與讀者分享同一個世界觀，這是令讀者代入故
事及詩的方法，亦是令觀眾代入電視劇的方法。庫勒指出故事及詩中建立真實性
有五種方法：5第一類是宣稱自己是絕對真實，這是符合一些受眾對真實性的要
求；第二類是運用群體與文本中一些共享的文化或知識，就是運用群體內一些刻
板印象，令文本呈現的內容變得理所當然；第三類是依靠文本的約定俗成，即是
文類（Genre），來令受眾辨認出文本特殊性，從而產生合理期待來理解文本；第
四類是表現出文本是一種再現真實，而非完全及完美地呈現真實，這種主張自己
非真實的過程，反而是一種真實的展現；第五類是互文性（Intertuality），在模仿
或諷刺連結到其他文本，文本與文本之間產生文本互涉，從而產生出自然感和熟
悉感。 
                                                 
4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 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第 63頁 
5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 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第 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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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所有警察都是作為國家機器地存在，那麼日韓劇與港劇之間在呈現警察時有
所分別的原因，可能就是日本和南韓的電視劇製作人所運用作說故事的詩學手
法，與香港的電視劇製作人所運用的詩學手法有所不同，日韓劇傾向運用第一類
的詩學手法，將真實的社會議題融入電視劇，令電視劇具有一定的真實性，更容
易代入故事之中。甚至混合了第二類的詩學手法，通過在電視劇加入一些人所共
知的「知識」，如《CRISIS》第二集的案件，其實是改篇自日本二零零三年發生
的小天使事件（プチエンジェル事件），6通過這種手法令電視劇更真實。而港劇
傾向運用第三類的詩學手法，以電視劇的約定俗成來令觀眾接受電視劇中虛構的
真實，所以港劇被指一直運用同一種套路──大量愛情線穿插在劇情之中，其實
是製作人希望構成一種文類，問題是單單通過文類來構成的真實性相當脆弱，當
虛構的真實破滅時，電視劇的吸引力將會下降，而且不是單單一個電視劇，而是
整個文類。 
 
電視劇製作人運用甚麼的詩學手法，受到一個重要的因素影響，這個因素就是觀
眾的反應，其客觀指標便是收視率，運用第一類詩學手法的日韓劇，即是將真實
的社會議題融入劇情的電視劇，在當地都能獲得不錯的收視率，強化了電視劇製
作人運用第一類詩學手法的動機，南韓觀眾的反應有時更加顯著，就是因為電視
劇呈現了一些真實的社會議題，令觀眾認為社會需要更多地討論這些社會議題，
甚至為了這些社會議題上街遊行請願，要求政府正視相關議題，最後因此導致政
策或者法例改變。韓劇《未生》描述南韓社會中合約員工的待遇問題，從而令這
個社會問題受到關注，引起了輿論壓力，今南韓政府定立被稱為「張克萊法」，
來保障合約員工的待遇，張克萊就是《未生》中主角的名字。《未生》這種改變
政策和法例的例子，令關心社會議題的電視劇製作人更希望運用第一類詩學手
法，將社會議題帶到螢幕上。而在香港，運用第一類詩學手法將社會議題融入劇
情的電視劇沒有帶來了特別多的收視率，反而運用第三類的詩學手法的電視劇，
                                                 
6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97%E3%83%81%E3%82%A8%E3%83%B3%E3%82%B8%
E3%82%A7%E3%83%AB%E4%BA%8B%E4%BB%B6 
9 
由於劇情結構相對簡單，而且觀眾能夠通過文類更容易理解劇情，以及獲得娛
樂，電視劇從而獲得更好的收視率，所以第三類的詩學手法成為了港劇主要運用
的詩學手法。 
 
以上通過媒體詩學來分析日韓劇與港劇呈現警察形象的差異性，只是提供一種可
能性，因為本文假設了所有國家的警察都是具有接近的國家機器形象，各個國家
的警察本身真實的差異性，亦會影響電視劇對警察形象呈現，在此希望找到一個
適切解釋的可能性。另外，作為一個聽故事的人，也要保持反抗的心理，如果將
媒體這個說故事的人的意識型態全盤接收，人最後只會成為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筆下，沒有反對的單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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